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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教育史学七十年发展历程
的回顾与反思

孙 　杰①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新中国教育史学７０年发展历程包括新中国教育史学的转型、初建、重建、探索和
形成五个阶段。新中国教育史学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引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教
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逐步实现了向社会主义新教育的转型。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召开和教育领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重评孔子、杜威为突破口，教育史学科逐
步恢复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关于教育史学科体系的讨
论，开启了从教育史学层面研究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先河。进入２１世纪，教育史学科日益摆
脱教科书传统的束缚，逐渐回归历史研究的本性和教育史学科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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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教育史学７０年研究主要是回顾和反思

１９４９至２０１９年间新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总
结新中国教育史学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并展望其发

展趋势。本文以对政策、学科、教材、著作的文本分
析为中心，从转型、初建、重建、探索、形成五个阶段
全面呈现新中国教育史学７０年的发展历程。

一、新中国教育史学的转型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从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到高等师范院校开设

教育史课程，从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的讨论到中国
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教学计划的颁布，从１９５６－
１９６７年发展教育科学规划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的正式成立，新中国教育史学科伴随着新中国教育
事业的建制而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和发展。

１．转型期的教育史学特征
新中国教育史学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实

现了从资产阶级旧教育向社会主义新教育的转型发

展。从中国教育史学科来看，新中国最早的中国教
育史学科建设和教育史研究是从自主编写油印本教

材开始的，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等高等师范院校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间编写了
中国教育史教材并进行了校际教材交流①。这些油
印本教育史教材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目的和任

务、研究方法、教材体系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研
究，既是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唯物史观的继承和
发展，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史工作者全面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学术尝试。从外国教育史学科
来看，培养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
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者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教育

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因此，学习苏联教育史工
作者对于教育史教材建设、教育史研究方面的工作
经验，成为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工作者首先要面对和
解决的重要问题。从译介苏联的教育史教材到聘请
苏联教育史专家来华授课、亲自指导，外国教育史工
作者（也包括中国教育史工作者）全面开启了学习苏
联先进教育经验的历程。“这一时期的外国教育史
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在强化学科的党性原则和采用
阶级分析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为学科发展指明了
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未达到
预期效果，学科发展相当迟缓，比起二三十年代的研
究，在数量上远远赶不上。”［１］可以说，新中国教育史
学科建设正是从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开始的，所

遇到的问题也是在全面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过程

中出现和形成的。

２．唯物史观：教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定位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杨贤江撰写的《教育史

ＡＢＣ》是“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教育史专著，
它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本，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本，杨贤
江同志的贡献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这本书还只
是初步研究，不免有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是开创性
的，是前无古人的，是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升起的第
一面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教育史研究的曙光和方
向。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教育史的指导思想，
几千年来各种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对立的教育理论、
教育事实才不再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杂乱无章的偶

然的堆积物，人们对教育发展历史的认识才得以避
免表面性和主观随意性，教育发展的规律才得到科
学的说明，教育史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恩
格斯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可能，杨贤江同志则是第一
次使可能成了现实”。［２］《教育史 ＡＢＣ》与之后出版
的《新教育大纲》成为体现杨贤江唯物教育史观的代
表性著作。依据杨贤江的理解，教育史研究的任务
不仅仅在于记述教育家的事迹、教育家思想的派别，
更应该说明教育性质的变迁、变迁的根据和“支配阶
级与被支配阶级”之间在变迁过程中的关系变化。
与此同时，以米丁斯基（《世界教育史》）、康斯坦丁诺
夫（《世界教育史纲》）、沙巴也娃（《教育史》）、崔可夫
《教育学讲义》、杰普莉茨卡娅（《教育史讲义》）、哥兰
塔（《世界教育学史》）等苏联教育学者所撰写或讲授
的教育史著作为依托，教育史工作者开始了解和学
习苏联教育史理论知识。苏联教育史学说对新中国
教育史学科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依据五种社会发展
形态的观点划分教育史发展阶段，运用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理论分析教育现象，坚持哲学
的党性原则去展现教育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的斗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判教育历史和
教育家，依据教育学理论范畴和框架去构建教育家
的教育思想”［３］。

３．以俄为师：教育史学体系建构的学术努力
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是建设新中国教

育的重要举措，师范院校教育系开设外国教育史课
程，也需要参考苏联的教育史教材。在“以俄为师”
的教育背景之下，苏联教育史教材不仅满足了外国
教育史课程教学的需要，同时从教育史教材体系上
为新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建构提供了学术参照。在
翻译苏联教育史著作的同时，华东师范大学聘请苏
联教育专家杰普莉茨卡娅讲授教育史课程，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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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内容编写成《教育史讲义》（上册），供高等师范
学校外国教育史课程讲授使用，新中国教育史学者
迈出了借鉴和吸收苏联教育史研究成果的重要一

步。《教育史讲义》“导言”中指出，教育史是研究人
类历史中从古到今教育的实践和理论，教育史的任
务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阐明各个不
同的历史时期中，各国的教育、教育机关与教育理论
的状况和发展；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教育学的研究
对象有直接的联系，所研究的都是人类社会的教育
现象，教育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于，研究人类社会
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各国的教育和学校的状况、
教育思想的发展以及在教育思想领域内唯物主义与

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教育史是真正科学的
教育史，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
己的方法论基础的。总之，以学习和借鉴苏联教育
史著作为基础，教育史学界引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为教育史学
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面学
习借鉴苏联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常
犯一个毛病就是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跟在别人后
面亦步亦趋，其结果是忽视外国教育史史料建设，过
分强调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党性原则和政治色彩”［４］，

致使教育史几乎成了政治思想史和哲学史的附庸。

二、新中国教育史学的初建
（１９５７－１９７６年）

以１９５７年曹孚《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５］

的发表为标志，教育史学科围绕基本问题展开讨论，
对苏联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以及简单

化、公式化的方法发起反击，在理论上为中国教育史
学科的中国化指明了方向。然而，直到１９６１－１９６４
年间，以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为
标志，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学术氛围才有所恢复，特别
是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②的推进，极大地推动了
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步伐。按照会议精神，高校文科
教材编写工作全面展开，包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
育史在内的教育史教材编写工作随之展开。此后，
教育史学科建设又处于一个低峰期，直至“文化大革
命”的结束。因此，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可以被视为新中
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１．初建期的教育史学特征
对于中国教育史学科来说，以《中国古代教育

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等教材

的编写为重点，教育工作者开始了关于中国教育史
学科体系的初步探索。“这些成绩主要是：中国教育
史工作者认真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按社会发展形态对中国古
代、近代、现代教育史进行了研究，突出了社会政治
经济背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贯穿了阶
级分析的方法，初步确立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些学科
规范。”［６］“但总体上来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人员不
多，正常的研究更少，与此前此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相比，所取得的进步十分有限”［７］。对于外国教育史
学科来说，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中期，
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出现摆脱苏联模式影响的迹

象，尝试独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
体系，曹孚编写的《外国教育史》虽然“仅是苏联教育
史教材的复制品”，但以曹孚为组长，滕大春、马骥
雄、吴式颖为成员的外国教育史编写小组所编写的
《外国教育史编写提纲（初稿）》则体现了教育史工作
者对教育史教材体系乃至学科建设的学术思考。但
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创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尝试无疾而终，
苏联教育史编撰模式和教育史观仍然深刻影响着外

国教育史学科”［８］。

２．反思与再构：教育史学体系的自立之路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以曹孚发表《教育学研

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为标志，教育史工作者展开了
关于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次理论问题讨论热。《教育学研究中的若
干问题》一文主要探讨了教育史学方面的三个问题，
即教育中的继承性问题、教育史上人物的评价问题
以及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教育学、教育家的评价问
题。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教育史工作者以编撰教材
的方式开启了教育史学体系的自立之路。在中国教
育史教材方面，有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的《中国古
代教育史》，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陈元晖的
《中国现代教育史》，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现
代教育史》；在外国教育史教材方面，有曹孚的《外国
教育史》、罗炳之的《外国教育史》（上册），以及由曹
孚、滕大春、马骥雄、吴式颖等拟定的《外国教育史编
写提纲（初稿）》，它们都是这一时期教育史教材建设
的代表。

３．思想与制度：教育史学研究的二维取向
以《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

选》为代表的教育史著作，基本上勾勒出了中国古代
教育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并为教育史文献

·６４·

新中国教育史学七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



资料、书籍编纂提供了优秀的范例。《中国古代教育
史资料》由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编写，于

１９６１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与同年修订再
版的舒新城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配套成为中国
古代、近代教育史资料体系。《中国古代教育史资
料》选编特点可以概括为：“其一，选择史料兼顾学术
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教育史，而突出教育史。其二，
选录史料以历代文献和考古发掘等原始资料为主，
也适当收入有价值的历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其三，
史料的分类和编排方面，既依据了现代教育学理论
范畴及体系，也遵循了古代教育史实的固有分类和
教育思想的固有范畴”［９］，为后世教育史料编撰及展
开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研究提供了范例。《中国古
代教育文选》由孟宪承编纂、孙培青注释，于１９６３年
完成、１９７９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
教育文选》在“编辑说明”［１０］中对内容选录的标准、
解题及注释进行了说明。《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与之
后的《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中国现代教育文选》共
同选录了中国教育史学科重要的文选资料，成为开
展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４．探索与歧路：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
在社会各界以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为重心，

认为一部中国思想史实为一部儒法斗争史的同时，
儒法之间的斗争成为教育史发展的主要线索。１９７４
年，《教育革命通讯》从第６期起开辟“教育史上的儒
法斗争”专栏，发表评价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文章。
同年１２月，该刊第１２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系、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河南南阳地区教育
干部学习班编写的《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概括（初
稿）》，该书于１９７５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正如杜成宪所言：“诚然，中国教育史研究在这十年
中走入歧路，但由于‘文革’中、后期几乎每一次思想
政治运动均多少与中国教育的历史有涉，可以说，中
国教育史的现实功用，还从未像在‘文革’期间这样
表现的如此充分的。对‘文革’中的‘批孔’和‘评法
批儒’这类强奸教育历史的现象，人们往往归咎于
‘文革’的倒行逆施，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有其自身的
内在逻辑，即使视如突然发生的事变，也总是有一个
漫长的积累过程。‘文革’的出现也应作如是观。我
们有理由把‘文革’的‘批孔’、‘评法批儒’的荒谬与
‘十七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作整体考
察。甚至可以这样说：‘十七年’的学术发展始终在
为‘文革’的总爆发聚着能量。”因此，“中国教育史在
‘文革’十年中的经历是一段不能简单否定了事的历
史。这段历史与其前和其后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很好地认识了这段历史，也就有益于认识其前
和其后的历史”。［１１］

三、新中国教育史学的重建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

新中国教育史学科的重建，是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拉开序幕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让中国教育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教育史学科
就是在这属于自己的春天里拉开重建序幕的。

１．重建期的教育史学特征
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层面来看，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

间属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恢复重建阶段，属于教育
史学科建设在经历低谷之后重新走上正确道路的重

建阶段，属于教育史工作者逐步恢复教学和科学研
究工作的重建阶段。首先，中国教育史学科以“重评
孔子”、外国教育史学科以“重评杜威”为突破口，逐
步恢复教育史学科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基础

性地位。教育史学科对于孔子、杜威等教育史经典
人物重新评价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探讨如何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正确对待中外教育遗产的深层

理论问题。其次，从高等师范院校恢复招生之后，为
了满足教学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史学界出版了编
写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体现了教育史学界老一辈学
者心血结晶的中外教育史教材和专著。这些中外教
育史教材和专著从整体上代表了教育史学界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最高理论水平，这次的恢复出版既
体现了对老一辈教育史工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又
体现了对既往教育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继承。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教育史学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不
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一批中外教育史工作
者正是在这批教材和著作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教
育史领域的学术传承者。再次，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国
教育学会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
从此教育史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有了全国
性的交流学术思想的组织平台。最后，更为重要的
是，教育史学科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
究生。这一重大教育举措，使得教育史学科断档十
几年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得以补充、后继有人，为教育
史学科建设注入了动力，增添了鲜活的血液。至此，
教育史学科建设走上正轨。因此，恢复重建在教育
史学科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作
用，其意义在于使教育史学科建设走向了正常发展
的轨道，为以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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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教育史学关键问题的重新诠释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
的《教育研究》创刊。《教育研究》在创刊号中申明：
“本刊目前的首要任务，便是和大家一起，提倡解放
思想、破除迷信，使我们的思想从林彪、‘四人帮’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上来，把
被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１２］《教育研究》创
刊号发表《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探索教
育工作中的规律》一文，文章对“文革”期间教育上的
种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此后，《教育研究》在

１９７９年第４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补好真理标准
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把纠正“两
个凡是”提到“两种思想大论战”的高度去认识，教育
领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随之展开。从

１９８０年秋开始，《教育研究》还开辟专栏，专门讨论
“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科学研究问题”，将教育
领域关于解放思想的讨论逐步引向深入。这些讨论
对于活跃教育领域的学术氛围、促进教育思想解放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教育领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
讨论，也引发了教育史研究领域对于教育史学关键
问题的讨论。《教育研究》在１９８０年第１期集中发
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史学方面的理论文章，如张惠
芬的《教育史中的批判与继承》、张瑞璠的《对古代道
德教育能否批判继承》、金锵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中
的几个理论问题》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深入探讨了
以教育史的批判与继承为中心的亟待从理论上予以

解答的教育史学方面的理论问题。

３．教育史经典人物的重新评价
教育史学界对于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学

术讨论，促使教育史工作者重新认识教育史经典人
物的思想。以对孔子、杜威教育思想的重新评价为
出发点，教育史工作者开始从研究实践领域探索教
育史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教育史工作者对于批判与
继承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为推动教育史学科
关于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动力。中国教育史领域的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从重新评价孔子教育思想开
始的，《再评孔丘的“有教无类”》（张瑞璠）、《孔丘教
学教育方法的再评价》（杨荣春）、《论“学而优则仕”》
（王炳照）等学术论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与此同时，
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务组从参加全国教育史研究会

第二届年会（１９８２年５月）的论文中，选取研究孔子
教育思想的论文，编成《孔子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
集中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在此阶段对于孔子教育思

想的重新评价和认识。外国教育史领域的解放思

想、拨乱反正是从重新评价杜威教育思想开始的。
以赵祥麟《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文为
代表，外国教育史领域拉开了重新评价杜威的序幕。
教育史学界在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重新评

价的同时，对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也进行了重新认识
和评价。与《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一书同时选编的
《杜威和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研究》，就集中体现了教
育史工作者对于杜威和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再认识

和再评价。总之，教育史工作者对教育史经典人物
思想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从教育史学科本身来说，关
涉如何重新面对和正确认识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的

问题，从整个教育史研究领域来说，则关涉如何进一
步解放思想、拓展视域的根本问题。

４．教育史学会的鸣锣开张
教育史学科从恢复基层学术组织———教研室开

始，慢慢地形成教育史学术研究队伍。同样，在“文
革”时期受到极大冲击的全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
也随着外国教育史学科的重建而开始了队伍方面的

建设。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教育史
学科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究生，培养
专业人才。此外，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４至２５日，在上海
华东师大（当时称上海师大）召开全国教育史研究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的筹备会议；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１２至１８日，全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年会在杭州举行。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
着全国性的教育史学术组织的正式建立。“这是有
史以来我国教育史研究者的首次盛会，它标志着我
国教育史学科从长期受到歧视到开始得到重视、从
横遭破坏到苏生向荣的历史转捩。梦寐以求的愿望
实现了。”［１３］全国教育史研究会首次年会的召开，也
为全国教育史学者共同探讨教育史问题提供了一个

学术交流的平台。“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这次会议明
确了研究教育史的目的和任务，不仅是为了揭示各
个时代、各个国家教育的特殊规律，更重要的是要总
结人类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全部丰富经验，结合今
天的教育实际，批判地加以改造、吸收，做到‘洋为中
用’，‘古为今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
论，以指导当前的教育工作。”［１４］

四、新中国教育史学的探索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

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０年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第二个高
峰期，是在教育史学科重建基础之上的探索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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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教育史工作者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理论指引下，就教育史
学科的学科体系、学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理论
探讨，推动了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

１．探索期的教育史学特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伴随着高等学校本科人才培
养、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的重新恢复，教育史工作者
重新走上了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工作岗位。全国
教育史研究会举办的“学科体系研讨会”，分别在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和１９８３年９月以“中国教育史学科体
系”和“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旨展开专题研讨。
这也是教育史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全国

性的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展开关于中国教育史和外
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学术讨论，它成为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教育史学的主题之一。教育史学科之所以要开
展学科体系研讨，实质上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
史学科业已存在的体系弊端，构建符合改革开放后
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学科体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教育史学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坚
持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向，
在广泛吸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开展了全方位、多层
次的深入研究，学科建设硕果累累。首先体现为教
育通史研究的更为深入，中国教育史学科在教育思
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外国教育史学科在教育通史研究方面表现较为
突出，尤其是在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框架，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科体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

进展，强调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地
运用到教育史研究中，从而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解释
教育历史现象，客观、如实地评价教育历史人物。其
次，借鉴和引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中外教育
比较史层面的学术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深入开展跨
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在借鉴
和吸收国内外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中国教育近

代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开拓性的学术成果，所形成
的关于教育近代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创新性的示

范引领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由杜成宪、崔运武、
王伦信撰写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首次从教育
史学的理论视角来认识中国教育史学科九十年的发

展历程，为厘清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及学科体系，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九
十年发展中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提供了教育史学
层面的学术思考和理论建构。另外，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
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共召开了１２次会议，

其中包括６次专题研讨会和６届学术年会，成为推
动教育史研究及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织力量。
与此同时，教育史学界出版了代表性的教育史教材，
如王炳照等著的《简明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的
《中国教育史》、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的《外国教育
史》、吴式颖、李明德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沈灌
群、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家评传》、赵祥麟主编的
《外国教育家评传》等。教育史学科的专业期刊《教
育史研究》③也于１９８９年创刊，为教育史工作者展
开教育史研究、探索教育史学科相关问题提供了专
业的学术期刊平台。

２．学科自觉：教育史学体系的中国化努力
教育史学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关于教育史学科

体系的讨论，开启了教育史学界从教育史学层面研
究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先河。“学科体系问题对于
任何一门学科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所
涉及的学科的对象、范围，内容及其形式结构等一些
认识问题，足以影响到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对
学科体系问题的认识水平，也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
程度的标志之一。”［１５］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全国教育史研究
会举行了“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问题讨论会”，它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史学家们首次就中国教育史

学科体系问题举行专门而集中的学术探讨。之后，
杜成宪发表的《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试构》一文［１６］，
采用二分法来构建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将关于中
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

高度。１９８３年９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专门组织了
“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讨论会”，与会者们尽管在一
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特别重要的是，学者们
一致认为应摆脱苏联教育史模式的束缚，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使之
适应我国社会的新需要。这次会议的标志意义在
于，教育史学界表明了摆脱苏联教育史编撰模式的
束缚，自主发展教育史学科和重构教育史观的自我
意识”［１７］。总之，以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举办的学科
体系问题讨论会为依托，教育史工作者围绕教育史
学科体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形成了关于教育史学
科基本理论问题的一系列学术观点，成为推动教育
史学科深入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

３．两相并重：教育思想与制度研究的深化
（１）深化之一：教育通史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

育制度史研究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教
育史学界首先是从对教育通史的研究来展开教育思

想和教育制度研究的。同样，教育通史研究也是进
行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研究的重要方式。在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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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学发展的探索阶段，无论是在中国教育史研
究领域还是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都编撰出版了代
表性的教育通史著作，可视为本阶段关于教育思想
和教育制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毛礼锐、沈灌群主
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展
现了作为通史的纵的发展与横的联系，成为一个具
有纵横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它具体阐述了中
国教育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揭示了中国教育
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做到了观点与史料结合，思
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８０年代末期中国教育通
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特别是把新中国４０年教育十
分珍贵的史料公之于世，使得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通史教
材”。［１８］滕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论述了从原
始社会到现今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过程，涉
及除我国以外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发展，
“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
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
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１９］

（２）深化之二：教育思想通史和教育制度通史研
究。教育史学界在教育通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
了专门以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教育思

想通史和教育制度通史著作。教育思想通史和教育
制度通史著作既是教育通史研究深化和系统化的研

究成果，也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研究专门化的理
论成果。它表明教育史学界对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
度研究的深化，并试图以专门性的研究来探索教育
思想、教育制度内在的发展规律。④王炳照、阎国华
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撰写和出版推动了中
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凝结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本
学科的最新进展，“把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水平推向
了一个新高度，堪称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新硕
果”。［２０］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
史》“系统总结了自先秦至１９９９年中国教育制度的
发展经验，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时间
跨度最长的中国教育制度著作”。［２１］在此基础之上，
由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总主编，在《中国教育思想
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基础上合编而成的《中
国教育通史》，代表了２１世纪教育史研究的新动态
和新取向，标志着教育史学界对于中国教育思想史
和教育制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学术阶段。

（３）深化之三：教育流派、教育思潮、教育哲学思
想史与教育管理史研究。教育史学界突破以通史研
究为主流的传统研究框架，从对代表性教育思想家
的教育思想、观点研究的微观分析，深入到对教育流

派、教育思潮、教育哲学的宏观分析，以期从更深层
次上阐释教育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寻找
属于教育思想本身内在的学术线索。其中在中国教
育史方面，孙培青、李国钧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
史》，董宝良、周洪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
流派》，张瑞璠主编的《中国教育哲学史》等作出了可
贵的学术努力；在外国教育史方面，张斌贤、单中惠、
王天一等人的以“西方教育思想史”为题的西方教育
思想史研究，可视为这一阶段教育思想史研究的代
表之作。同样，吴式颖、任钟印主编的《外国教育思
想通史》也是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史深化研究的学术
成果。就教育制度史而言，教育管理制度研究成为
教育制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同样也是对教育制度
史研究的深化。教育史学界在中外教育管理制度史
研究领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著作，其中在中国教育
管理史方面有熊贤君的《中国教育管理史》、孙培青
的《中国教育管理史》、李才栋、谭佛佑等人的《中国
教育管理制度史》及王建军等人的《中国教育管理史
教程》；在外国教育管理史方面有陈孝彬的《外国教
育管理史》、袁锐锷的《外国教育管理史教程》等。

４．交叉融合：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内拓外延
（１）融合之一：新方法、新框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在教育史学领域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展开
教育史研究，成为拓展教育史研究领域和深化教育
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其中运用教育比较史的研究方
法和借鉴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展开教育史研究，就
是有启发意义的学术尝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
究成果。教育史学界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展开
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教育史学研究领域开展跨
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的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尝试。⑤

其中，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就
是一项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富有创新意义的

研究成果。另外，教育史学界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
的成果展开教育近代化研究，是教育史学研究领域
突破教育通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新的理论分析
框架以深化教育史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学术尝试。其
中，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就是
一项旨在加大教育史研究理论力度的具有开拓性价

值的研究成果。
（２）融合之二：新视野、新领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特征就是研究视野和研究领

域的拓展，教育史学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
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如何东昌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就分１４个专题
分门别类地对新中国教育的历史作了一次较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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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专题研究。同样，教育史学界在其他研究领
域，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实
验教育、教会教育、女子教育、民国教育、少数民族和
地方教育等领域展开了教育史专题研究，进一步丰
富和拓展了教育史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教育史研
究领域围绕教育的不同主题展开专题史研究，既是
对教育通史性研究的补充和拓展，也是深化教育史
研究领域并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的理论探索。这些
专题有的是对既往专题的深入研究，有的可谓是拓
荒性的补白之作，都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对教育史
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也正是因为有这些
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才推动了教育史学科不断向
前发展。

五、新中国教育史学的形成
（２０００年至今）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教育史学研究方向发生了重
大转变，即从宏观把握转向微观研究，从整体认识转
向具体探微。教育史学科正日益摆脱教科书传统的
束缚，逐渐回归历史研究的本性，回归教育史学科的
本来面貌。

１．形成期的教育史学特征
教育史学界在对中外教育史学科百年发展历程

的回顾与展望中，开始探索２１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科
体系建设。首先，加强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意识增强。
它一方面表明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存在亟待解决的问

题，另一方面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站在学科自觉的
高度，开始有意识地对学科建设进行自我反思。其
次，提高教育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意识增强。具体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
论建设，另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相关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展开教育史研究。对于教育史
学科自身理论建设来说，教育史工作者开始关注教
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研究，明确提出学科性质史
学论、研究对象三分论、研究中心下移论、理论方法
现代化、学术传统继承论、学者素养要素论、未来发
展多元论七个方面的系统论述，推动了新时期关于
教育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第三，深化教
育史学科建设的“中级理论”意识增强。教育史学科
的“中级理论”就是教育史学理论，就是对教育史研
究的研究。特别是《教育史学》、《教育史学通论》的
出版，以及对西方教育史学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教
育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第四，教育史学科研究的

视线下移。教育史学科研究转向教育历史的日常问
题，开始关注历史发展中的具体教育问题，回归日常
成为教育史研究的新的理论增长点，真正展现出有
血有肉的教育史学科特点。第五，教育史学科建设
的方法论意识增强。一方面，教育史学界对新的史
学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出现了大量运用
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展开教育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大
大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开始
注重教育史学方法论体系建设，并逐步从方法论的
视角来审视过往的教育史学研究。第六，在教育史
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期刊建设方面，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共召开了１６次会
议，其中包括４次专题研讨会和１２届学术年会；由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
和台湾师范大学、澳门大学共同发起的海峡两岸及
港澳台地区教育史学界的教育史论坛，从２００７年开
始至２０１８年共召开１２届；中国教育史工作者以参
加国际教育史年会为起点，加强了与国际教育史工
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于

２０１４年组织编写的按年度向国内外发布我国教育
史研究（包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情
况的学术年刊———《教育史研究与评论》，从２０１４年
至２０１８年共出版了５辑。

２．危机中的重建：教育史学研究的新进展
（１）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新思考。教育史学界对

于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新思考，是在对教育史学科发
展历程的回顾与前瞻基础上，以三分法为出发点，以
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为基本范畴
的教育史学科体系，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对于教育
史学科体系思考的新动向。
一是教育史学科的回顾与前瞻。以贺国庆《外

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一文为起点，
教育史工作者以回顾与前瞻的方式来探索２１世纪
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新方向。贺国庆在对外国教育史
学科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以唯物史观
指导教育史研究，这是二三十年代所没有的，但效果
如何，实难评判，真正有创见的成果不多。相反，片
面化、机械化、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所见。学科研究
的方法几乎没有变化，仍是沿用几十年不变的传统
方法。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外教育
史学科的新变化，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从某种意
义上说，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只是第一次高峰
期的复兴。由于学科本身没有多少变革和创新，经
过短暂的繁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和困境。世纪
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机的关口。如何摆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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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外国教育史学科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是历史赋
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圣使命”［２２］。与此
同时，田正平、肖朗在《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
瞻》一文［２３］中，在对近１０年来教育史学科建设所取
得的重大进展和重要成果进行回顾和评价的基础上

指出，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虽取得了重要进
展，但从总体上说水平仍不够高；研究成果中部分选
题重复，造成了人力、物力浪费的现象；在教育史研
究队伍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倾
向。正是在教育史工作者对教育史学科不断进行回
顾与反思的基础上，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２
日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九届学术年会

暨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以“我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百
年回顾与反思”为会议主题，将如何建设中国教育史
学科的学术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通过对百年
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前瞻，教育史学科自
身的理论建设成为教育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并成为解决教育史学科发展危机及推动教育史学科

建设的重要保障。
二是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新建构。在建构新的教

育史学科体系方面，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提出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教育活动史研究主要以周洪宇为代
表，以《对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２４］的
发表为始点，逐步形成了关于教育活动史研究的系
统认识。如在《试论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一文［２５］

中，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关于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的新
构想，即中国教育史学体系包括具体的教育史学研
究和抽象的教育史学研究两部分，其中具体的教育
史学研究由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组
成，抽象的教育史学研究由教育历史哲学、教育史学
理论与方法、教育史学史组成。值得说明的是，于述
胜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结构方式的历史探究》一
文［２６］中指出，他本人在参加１９９６年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史分会所提交的、发表在《教育史研究》１９９７年
第２期上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实践———
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可能是国内
教育史学界最早系统论述“三分法”的文章。可以
说，无论是以周洪宇为代表的教育活动史研究，还是
以于述胜为代表的主体性的发现，究其实质，都在于
试图探寻教育史学科体系重建的出发点，并进而建
构基于三分法的教育史学科体系。

（２）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新探索。教育史学界对
于教育史学科相关理论的探讨，以教育史工作者自
身危机意识和学科自觉为始基，从理论高度来思考
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此来解决教

育史学科发展危机，并探寻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出发
点。
一是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学术反思。以张斌贤

《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一文［２７］的发
表为始端，教育史学界发表了一系列与教育史学科
建设危机相关的学术论文⑥。张斌贤认为，外国教
育史学科要摆脱危机，就须注重学科的自我反思，加
强研究者主体的学术自律和科学确立学科地位。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外国教育史学科的自我反思主
要包括：第一，学科研究历史的回顾与评估。第二，
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
目的等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第三，对教育历
史现象、历史过程与一般历史现象和过程的联系与
差异的研究，对教育历史现象和过程与其他领域（政
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历史的联系与差异的
研究。第四，对教育历史现象和过程的解释框架或
范式的探讨，等等。这些反思系统化的结果，就是教
育史学的形成。”［２８］同样，“在我们看来，教育史的危
机既在于教学科目意义上的学科危机，更主要的则
在于学问分支意义上的学科危机”，作者把前一种危
机称为“学科危机”，把后一种危机称为“学术危机”，
“学术危机”实际上又是产生“学科危机”的内在根
源。所谓“学术危机”，“主要是指由于教育史学界对
教育史学科的对象、性质以及方法论等基本问题的
严重的认识偏差以及由于这些偏差而造成的研究范

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种种不规范乃至非学术化的
问题。正是学科深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教育史学
科始终处于发展缓慢的尴尬境地”。而要摆脱教育
史研究中的“学术危机”，消除对教育史学科基本问
题的认识偏差，就需要“重新认识教育史研究的学术
性学科定位，重新确立学科的多元化目的，探索多元
的学科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探讨学科知识体系建立
的基本学术问题，以重建教育史学科”。［２９］可见，要
从根本上摆脱教育史学科所面临的“学科危机”乃至
“学术危机”，就需要回归教育史学科的传统，即完成
从单纯的教学科目向同时作为教学科目和研究领域

的转变。
二是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学术判断。《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的专栏文章
“教育史学科建设六人谈”，反映了教育史工作者对
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有益的学术探索。其中《什么
是教育史？》（张斌贤）一文认为，“什么是教育史”是
教育史学科的“本体论”问题，所谓教育的历史就是
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后代传递种族经验的活动

以及这种活动本身不断演化的过程，就是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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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活动不断探索和交流的过程。［３０］《教育史有
什么用？———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一点认识》（杜成
宪）一文认为，教育史能使人“更为聪明”。一部现代
教育学理论可以说是教育历史（尤其是教育思想史）
发展的结晶，如果我们带着历史的观点、具备历史的
知识去读教育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理论、把握
理论。［３１］《史学方法论与教育史研究刍议》（肖朗）一
文指出，探讨史学方法论的内涵及其与历史观、史学
方法之间的关系对教育史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

意义。［３２］《偏离了主体与主流的中国教育史学》（周
洪宇）一文认为，教育史学是历史学与教育学交叉而
形成的一门学科，具有双重的学科属性。但这种双
重属性不是对等平衡关系，从主体上看，它更偏重于
历史学。该文还主张“大教育观”、“大文化观”、“大
历史观”（“新三观”），呼吁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推
动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大数据与
教育史学变革等研究，以使中国的教育史学回归历
史学特别是国际历史学和教育史学主流。［３３］《教育
史研究的价值论问题》（陈露茜）一文认为，让教育史
研究回归历史研究与教育研究的本质，真实地“回到
过去”，实现教育史研究的自由价值并为之献身，应
成为教育史研究者的“天职”。［３４］《西方历史观念的
变迁与西方教育史研究前景》（周采）一文认为，关注
西方历史观念的变迁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
于中国学者从事西方教育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

值。［３５］综上所述，六位教育史工作者虽然只是围绕
某个基本问题来展开学术研究，但是在教育史学界
围绕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集中专题讨

论，其对于学科、学术的引领价值大于讨论本身。显
而易见，教育史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以教育史工作
者自我反思为核心、以学科自觉为动力的新时代。
三是教育史学理论的新成果。教育史学界对于

教育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危机的学科自觉，以及
探寻解决危机、重建教育史学科学术努力的系统化
的结果，就是教育史学的形成。教育史学界对于国
外教育史学理论引介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教育史
学：嬗变与超越》、《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
《西方教育史学百年史论》、《英国教育史学：创立与
变革》、《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研究》、《当代西方教育
史学流派研究》等。其中周采的《美国教育史学：嬗
变与超越》是我国学者第一次以“教育史学”为标题
来研究美国教育史学的学术著作，而《西方教育史学
百年史论》和《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则是我
国学者通论西方教育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现阶
段体现我国教育史学者对于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新进

展的学术成果主要为《教育史学》和《教育史学通
论》。杜成宪、邓明言的《教育史学》作为教育科学分
支学科丛书，是我国教育史学界第一本直接以“教育
史学”命名的学术专著，它试图通过对中国教育史学
科和西方教育史学科进行理论总结和反思，构建以
“学”为中心的教育史学理论体系。《教育史学通论》
则体现了以周洪宇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对于教育史学

理论的系统认识。该书认为，教育史学作为从历史
学怀抱中发育与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具有历史学
和教育学的双重学科背景；研究教育史学的理论与
方法，对该学科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进行探讨和
总结，必将有助于拓展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推动教
育史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教育史学通论》正是试图通过对教育史的学科体
系，特别是对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整体研究，构
建一个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的教育史学体系，为教育
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铺垫一块坚实的基石，进而推动
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使教育史学科更好地迎接
新的挑战。

３．回归历史本性：教育史研究的新理路
以教育史观重塑为核心的教育史学理论研究，

以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为代表的新教育史研究，
以新中国教育亲历者为个案的教育口述史研究等为

旨趣的教育史研究新理路，标志着教育史研究逐渐
回归历史研究的本性，回归教育史学科的本来面貌，
进而推动教育史研究成为一种真正的学术研究。
一是以教育史观重塑为核心的教育史学理论研

究。张斌贤在《重构教育史观：１９２９－２００９年》一文
中提出了重构教育史观的学术问题。“教育史观主
要是指史家对教育的历史进行认识、理解和阐释时，
所具有的基本观念和认识体系。它包括三个基本方
面：第一方面是教育史的‘本体论’，主要解答‘什么
是教育史’的问题，涉及关于教育历史的内在规定
性、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以及教育的‘内部史’与‘外部
史’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基本问题的主张；第二方面是
教育史的‘认识论’，主要解答‘如何认识教育史’的
问题，包括对作为认识客体的教育历史进行认知和
解释的理论视角、规范、概念、框架、方法等；第三方
面是教育史的‘价值论’，主要解答‘为什么认识教育
史’的问题，包括对教育史研究功能的评价等。”［３６］

可见，教育史观是关系到教育史研究的根本性理论
问题，对于教育史观的反思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决
定着教育史研究的方向和进展。该文还认为，近百
年来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教育史观分别为

早期唯物主义教育史观、唯心主义教育史观、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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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史观、现代化教育史观等。“从百年学科发
展的历程来看，专题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正说明外
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方向的重大转变，即从综合走向
分析，从宏观把握转向微观研究，从整体认识转向具
体探微。这种转变实际上意味着外国教育史研究正
日益摆脱教科书传统的束缚，逐渐回归历史研究的
本性。”［３７］总之，以教育史观重塑为核心的教育史学
理论建设是教育史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诉

求，也是关乎教育史学科走向的关键。
二是以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为代表的新教育

史研究。以张斌贤发表《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
学科研究》一文［３８］为起点，教育史工作者开始反思
学科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危机意识，其中共同担忧且
议论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学科的发展空间和生

存环境恶化的问题。从学科的发展空间来看，学术
视野不够开阔、学术思想不够活跃、研究方法不够多
样等问题成为制约教育史学科发展空间的根本问

题。因此，从史料、方法和视角方面寻求突破，就成
为解决教育史学科面临的学科危机的重要途径。作
为教育史学科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史分会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２００７
年１１月４至５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学术讨
论会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代表围绕“探索外国
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的主题展开了学术
讨论，并出版了《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
方法》论文集。［３９］论文集共分为五个部分：外国教育
史学科发展的新思路、新史学与外国教育史研究、思
想史研究的新视角、基础教育领域的新研究、高等教
育领域的新研究。不难发现，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视
角成为外国教育史学科解决学科危机的重要学术取

向。与此同时，中国教育史学科以新史料、新方法、
新视角为中心展开了系列拓展学科发展空间的学术

探索。如丁钢主编的“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
（２００８）、周洪宇主编的“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
（２００８）、杜成宪主编的“中国教育文化研究丛书”
（２０１２）等，就是教育史工作者开展新教育史研究的
学术探索。
以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为代表的新教育史研

究，不仅改变了教育史工作者的研究方向，而且出现
了大量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从学术层
面拓展了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和研究领域。首
先，在研究对象方面，商人、工人、农民、一般知识分
子开始成为研究对象，成人教育、民众教育、乡村教
育等也开始成为研究对象。其次，在研究史料方面，
不同于以往官方材料的日常生活史料逐渐受到研究

者的重视，信件、日记、传记、报纸、杂志、歌词、民谣、
绘画、剪纸、文具、教具、访谈记录、口述史料等成为
教育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对学生的研究也发生了转
向，开始关注学生的作文、日记与书信的内容，以及
学生的图画甚至包括学生的涂鸦作品等；就教科书
的研究来说，则开始关注教科书编者的身份、教科书
的出版机构、教科书的生产和销售、教科书的使用及
对学生成长的影响等。再次，从研究选题来看，不仅
历史上的教育风俗、儿童歌谣、学校校训、私塾教师、
乡村学校、乡村教师等受到关注，而且以教育活动史
研究为出发点开始关注官学教育活动史、私学教育
活动史、家庭教育活动史、书院教育活动史、科举活
动史、女子教育活动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教
育记忆史等系列研究。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微观
史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人类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也被应用到教育史研究
中。伴随着教育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在教育史研究
领域就呈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教育史研究成

果，如田正平的《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
读札记》［４０］就给人以诸多启发。它们从传统的角度
来看都属于“异类”，但却体现和代表了新时期教育
史研究的学术动向。
三是以新中国教育亲历者为个案的教育口述史

研究。正如于述胜在《在中国做教育口述史———〈中
国教育口述史〉（第一辑）》“前言”中所言：“几年前，
我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开会，俞教授（俞家庆）语重
心长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快６０年了。这段
教育史的重要经验、教训需要认真记录和总结。研
究这段历史，不能只倚重官方文献，更要关注各种教
育人物的亲身经历。建国之初参加教育工作的人，
现在也都在８０岁上下了，用口述史来抢救教育史料
迫在眉睫。北京师大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基
地，对此责无旁贷。’受此激励，２００９年，我申得了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变迁与知识生产———以
北京为中心的新中国教育学口述史’，并主持北京师
大‘９８５’三期课题‘新中国大学教育口述史’。”［４１］在
于述胜主编的《中国教育口述史》（第一辑）中，记录
和整理了郭齐家的《知识与信仰之间———郭齐家教
授口述史》、田正平的《我的大学，我的同学》、易琴撰
的《华东师范大学首届教育史研究班探索》、陆有诠
的《傅统先教授的学术人生》、于述胜和王俊明的《真
直实干的教育学家———陈信泰教授访问记》、张良才
的《陶育川先生的教育史研究之路》、陈信泰的《忆陶
育川先生》等，为我们生动呈现了关于新中国教育学
的鲜活记忆。此外，于述胜团队在２０１０年先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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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陈信泰、郭齐家、田正平、何晓夏、高奇、蔡春、刘德
华等人的口述资料。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先后出版了启功、顾明远、潘懋元、王炳照、林崇
德、黄济、卢乐山、吴式颖、朴永馨等新中国教育亲历
者的口述史著作。以新中国教育亲历者为个案的教
育口述史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更加全面、深入地
了解新中国教育史学科生动发展历程的大门，让我
们更加感受到了教育史研究的鲜活和生动，以及充
满生命感的教育历史过往。

六、结语：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
的再思考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在教育史学科发展过程中，
无论是中国教育史学科还是外国教育史学科，都提
到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两次“正”：一是新中国成立
之后，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教育史研
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为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注入了活力；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思想的

同时，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评价教育
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第一次“正”为共和国教育史
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也是因为教育史学界
对于“正”的理解错位，才导致了新中国教育史学科
发展过程中第一次“枉”的发生：滥用阶级分析方法
来分析教育历史现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进步教育理论与反动教育理论的斗争成为教育史研

究领域的主导线索，致使教育史学科几乎成为政治
学或哲学学科的附庸。再加上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
一些偏差，导致“枉”更大程度上对“正”的偏离。于
是乎，第二次“正”，正是为了“矫”第一次“枉”。以对
孔子、杜威等教育史经典人物的重新评价为突破口，
教育史学科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以中外教育通史和教育思想史为代表的教育史
学研究著述，成为教育史学科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标
志性成果。但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教育
史学者自身理论意识和学科自觉意识的增强，他们
察觉到了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困境和危机。虽然
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部分困境是由于不可控的外部因

素造成的（比如教学中教学时数的整体减少等），但
是从教育史研究本身来说也出现了第二次“枉”：“由
于主要关注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正规学校教育，而
忽视对不同历史时期各种‘非正规’教育形式的探

讨，‘外国教育史’变成了‘外国学校教育史’（或者说
‘教育史’变成了‘学校教育史’）；而且，由于仅仅注
重学校中那些被制度化了的事物和现象，外国教育
史事实上又变成了正规学校内部局部、片段的教育
现象或事物的历史”［４２］。外国教育史变成“外国学
校教育史”的同时，中国教育史也变成了“中国学校
教育史”。于是乎，用来“矫”第二次“枉”的第三次
“正”，遂成为当今教育史学界集中关注的热点和核
心。
我们所思考和关心的不仅仅是再次用何种“正”

来矫“枉”，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摆脱教育史学科
发展过程中“枉”的再次发生。正如有学者所言，从
“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代”就是教育史学科实现振
兴的路径所在。那么，以微观的、具体的教育历史问
题研究为主导的教育史研究，是否能成为避免“枉”
再次发生的“正”？正如有学者客观且理性地指出
的：“对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视角下移，应当有分析
地加以肯定；而对为当今人们颇多非议的所谓宏观
研究、关注‘上层’等传统研究方式，也应当有分析地
加以批判。”［４３］

注释：

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油印教材有：沈灌群、张瑞璠著《中国

教育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科１９５４年油印本）；祁

森焕著《中国教育史》（山西师范学院１９５３年印）；关正

礼、何寿昌著《中国近代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

１９５４年油印）；朗奎第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山东师范

学院教务处１９５４年油印）等。

②　１９６１年４月，中宣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

会议，周扬副部长在会上发表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

材编选的意见》，标志着教育史教材建设全面进入有计

划统一管理的时期。

③　从１９８９年创刊至２０１７年的２８年间，《教育史研究》都

是以内刊的形式发行。期间共出版１１５期，发表２５００
余篇文章。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５日正式向外公开发行，标

志着教育史学研究至此有了自己的阵地。２０１９年《教

育史研究》季刊正式创刊。

④　与中国教育通史类著作大多将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作

分别研究的路数不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外国教育史的

通史类著作大多仍将二者合在一起作总体考察。参见

田正平：《老学科 新气象———改革开放３０年教育史学

科建设述评》，《教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９期，第１０页。

⑤　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运用比较法展开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为陶愚川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出版）。

⑥　同时期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为：金忠明、林炊利：《教育史

学科困境及其对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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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王保星：《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困境与

超越———基于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功用的历史分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张

斌贤、王晨：《教育史研究：“学科危机”抑或“学术危

机”》，《教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朱季康、胡金平：《对

当今教育史学科危机及出路的思考》，《现代大学教育》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陈锋：《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的危

机》，《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章小亮：《对教育

史学科困境的再思考》，《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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